〈洪武永樂期的明朝和東亞海域〉─以《皇明祖訓》條文及其關聯為中心                                               川越泰博

譯者：屠德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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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
  在洪武三十二年(建文元年，1399)七月四日，於北平(之後的北京)率兵的燕王朱棣與麾下的大軍，在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六月三日毅然度過揚子江，於八日到達對岸的龍潭。以「奉天靖難」為名義舉兵的燕王的北平王府軍(北軍)與迎擊他們的建文帝的南京政府軍(南軍)的明代中國南北戰爭，也在經歷了三年歲月的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六月終於走向了終焉。   (頁36)燕王所率領的北軍，也就是奉天靖難軍，在十三日逼壓了南京的金川門之後，建文帝一方的谷王和李景隆率先開門，並且迎接了北軍入門。以此為契機，南京政府的要權人士們，如同雪崩一發不可收拾一般投降或者是歸附燕王，而建文帝也自焚而死。最終入城的燕王，接受了投降者以及諸王們的登基勸進，於六月十七日在奉天殿即皇帝位。就這樣，向內外發布宣布燕王登基的即位詔，其中，宣示明年正月元旦改元為「永樂」。

  燕王，也就是永樂帝，在被稱為靖難之役的明代中國南北戰爭中勝利，樹立於新政權之上組成其軍事力的主體，是北平三護衛、北平都司以及北平行都司下所屬的諸衛官軍，也就是衛所官和衛所軍。就這樣，永樂帝在靖難之役結束後將組成北軍主力的諸衛，改編升格於在京衛的親軍衛等等，組成了新皇帝新的軍事基礎。同時，對於還是燕王時代的麾下衛所官，變換了所屬衛所的配置。這個配置變換，是以全國的規模大幅度地進行。衛所再編成以及衛所官配置轉換這樣的戰後兩大衛所政策，可以被認為是永樂帝在樹立新政權之際，將支撐著洪武、建文兩朝的衛所制度一度解除，意圖將其再編成為為新政權服務嘗試的一角。關於人事的配置轉換方面，就算是對於伴隨著南京城的陷落而自殺的建文帝在在位時最依賴的南直隸的親軍衛、京衛、外衛，永樂帝也意圖將其納入轉換之中，永樂帝將那些在靖難之役中活躍的麾下衛所官集中投入到配置轉換中。

  就這樣因為配置轉換，所屬於華北的諸衛，在給予永樂政權樹立貢獻的奉天靖難軍中，更在永樂三年(1405)展開的鄭和的遠征，也就是「下西洋」中也有很多隨行者。

  十五世紀的初期，肇因於永樂帝，而派遣鄭和的遠征隊從南海(南中國海)到印度洋還有非洲東岸諸國等地，這可以說是象徵中國大航海時代的壯舉。鄭和受命於永樂帝，最初進行「下西洋」的時間點， (頁37)是在方才所提及的永樂三年(1405)。之後，到宣德八年(1433)為止的二十九年間，總共進行了七次。永樂三年(1405)六月，關於鄭和最初出發去「下西洋」遠征隊的規模，《明史》卷304、〈宦官一〉、〈鄭和傳〉中有這麼一段：

  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史西洋。將士卒兩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

  鄭和和王景弘一同率領了士卒兩萬七千八百多人，將這些從衛所抽出來的士卒分乘上了六十二艘的船舶而出使西洋。在此以後遠赴西洋的規模，雖然多少會有所增減，但也依然規模盛大。

  費信所著的《星槎勝覽》、和馬歡所著的《瀛涯勝覽》這兩本書，都是一同跟著鄭和下西洋的纂者們的所見所聞，雖然都是關於南亞的重要史料，但是在這之中，讀了自家所藏有的《星槎勝覽》，以及朋友周孺允所藏的《瀛涯勝覽》的歸有光，關於鄭和下西洋，有如下的論述：

  此在永樂之時、嘗遣太監鄭和、一至海外。然或者以疑其非祖訓禁絕之旨矣

「祖訓禁絕之旨」指的是在《皇明祖訓》裡關於對外關係的條文中，祖訓首章的「不征之國十五」。嘉靖時代作為文學者活躍的歸有光，是一位在幼年時就顯現文采、精通經、史，擅長於古文，  (頁38)和同時代的王世貞並稱名揚千里的人。儘管文中的「或者」可能就是隱晦的代表自己，但確實是表達了對鄭和下西洋的疑問。關於永樂帝派遣鄭和下西洋的目的，雖然在前面的《明史》鄭和傳裡，是懷疑建文帝逃亡到海外而為了去尋找他，以及向異域宣示中國的富強以及兵力，但是這樣是不是對於太祖洪武帝的祖訓中對外關係條文的違反，即使不是歸有光，也還是有疑問的餘地。
  本篇文章，是關於這個問題所檢討出來的成果報告。

「不征之國」條約及其成立

  作為一介布衣雄起，最終統一了天下，成為了中國新的統治者的朱元璋(太祖洪武帝)，在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正月登極的時候，所立的太子，是長子朱標。之所以被稱為「懿文太子」，是依據死後的諡號而稱。懿文太子在年幼時就天賦異稟，長大了之後，師事宋濂而通曉經史大義。在洪武十年(一三七七年)，洪武帝讓他兼任了國政的練習以及庶務的裁決。但是在洪武二十五年(一三九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懿文太子猝死。這是前年八月被洪武帝命令巡察西安地方，而返京後不久的事情。
  皇太子的猝死，對明朝的前途引發了莫大的問題。自不用說，就是繼位者的問題。懿文太子第二子的允炆最終被確定選為皇太孫，是在皇太子過世後五個月的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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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被決定為皇位繼承人的允炆，不過只是不到十五歲的少年，而年齡六十五歲，已經衰老，甚至不知道還能再座幾年大位的洪武帝，非常擔心皇太孫的將來，因此出了兩個手段，想要先發制人處理憂患。一個是，藉由數個疑獄事件來拔除掉剩下來的異姓功臣、並彈壓官僚。這就是懿文太子死後的隔年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引發的藍玉黨案。另外一個就是對同姓諸王的安排。洪武帝在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訂定了諸王封建的制度，與此並行命中書省編纂規定了諸王官職、制度和服務的規律等等的《祖訓錄》，經歷了四年又兩個月，在洪武六年(一三七三年)五月完成的時候，洪武帝替其附上了御製序文，在頒布予諸王的同時，也揭示在了謹身殿的東廡和乾清宮的東壁，之後書寫到了王府的王宮東壁，雖然讓諸王在日常中嚴守規律，作為永世不可改易的祖法和律令平齊般地重視，讓後世子孫尊崇守護，但是在洪武二十八年(一三九五年)閏九月，重訂了這部《祖訓錄》，並且編纂成了新的《皇明祖訓》。如果比較了兩者的條文，相對於《祖訓錄》的一百零六條，《皇明祖訓》只有九十四條，在這之中，後者從前者擷取了九十條，捨棄了十六條，後者獨自新增加了四條，就算在後者從前者擷取的九十條中，一模一樣的有六十一條,，文字不同者有二十九條。

  就這樣，如果列舉了數字，雖然有內容大幅改變了的感覺，但這個改變，基本只是為了緩和諸規定的行為而已。這樣的改變，是應對年少皇太孫的將來所做的對策，洪武帝為了要讓自己死後，能夠依賴血緣關係的同族諸王輔佐皇太孫，不得不變換諸王政策。這個具體的表現，是確實地廢棄《祖訓錄》，而新編纂《皇明祖訓》。

  那麼，一到明代中期，出現了鄭和的「下西洋」違反了「組訓的禁絕之旨」的認識。這個「祖訓」雖然就如同前文所述的意指《皇明祖訓》祖訓首章的「不征之國十五」，  (頁40)這個條文縱使是《皇明祖訓》從《祖訓錄》擷取出來的，但卻是文字相異的二十九條中的一條。《祖訓錄》的首章，命名為「箴戒」，包含了十八項目，講述尊重敬守祖法的基本精神，其中的最後一項，是勸戒針對「海外夷國」的興兵條文。為了和《皇明祖訓》的條文做比較，筆者將原文原封不動地呈現，如下所示。

  凡海外諸夷、如安南、占城、高麗、暹羅、琉求、西洋、東洋及南蠻諸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逼近中國西北、世為邊患、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海外諸夷」的國家，如果為患中國的情況下自然是要出兵征討，如果不足為患的場合，則不可輕易興兵。只不過，西北的「胡戎」，因為世世代代侵擾中國邊疆，因此必須嚴謹防備，這是這條條文基本的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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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在洪武二十八年(一三九五年)被重訂的《皇明祖訓》中，以前的「箴戒」被改名成了「祖訓首章」，全文變成了十七條。在《祖訓錄》裡，「箴戒」十八條項目之中，置於末尾的「海外諸夷」的條文，在「祖訓首章」稱為「四方諸夷」而列為第四項。其條文，就如同下方所示。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中國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以上列舉《祖訓錄》「海外諸夷」的條文《皇明祖訓》「四方諸夷」的條文相比，雖然可以看到後者的文字有若干修正，但是對於不可對諸夷興兵，與之相對，指出與中國邊境相接的胡戎防備的嚴重化之趣旨則無變化。

  若把這些條文假定為主文來看的話，雖然主文並沒有多大的改變，但是在《皇明祖訓》「四方諸夷」的條文中，有《祖訓錄》「海外諸夷」的條文所沒有記載的東西，也就是有所謂的副文。那就是了十五個「不征諸夷」的國名。  (頁42)那就是《皇明祖訓》「四方諸夷」和《祖訓錄》「海外諸夷」的條文最大的差異點。當然，《祖訓錄》「海外諸夷」的條文中也有「安南、占城、高麗、暹羅、琉求、西洋、東洋及南蠻諸小國」這樣的文字，但是更具體地在下方列出「不征之國」的十五國名。

今、將不征諸夷國名、開列於後

 東北

  朝鮮國

 正東偏北

  日本國

 正南偏東

  大琉球國  小琉球國

 西南

  安南國 真蠟國 暹羅國 占城國 蘇門答剌 西洋國 爪洼國 湓亨國 白花國 三                            佛齊國 渤泥國

  對於在這裡所列舉的十五個國家，筆者將以朝貢關係和重要的特徵以雙行來做附註。做為參考事例，以朝鮮國和日本國作對照附記。對於朝鮮國：

  即高麗。其李任人及子李成桂、今明旦者、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弒王氏四王。姑待之。

  關於日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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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朝時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

  為何洪武帝要如此規定「不征諸國」十五國呢?對於洪武時代對外關係有著全盤視野檢討的中村榮孝是這麼認為的：

  太祖的態度非常消極，一邊鞏固自身邊境地帶的防備，另一方面，為了不要讓侵略性戰爭帶來內政的敗壞，盡可能的抑制戰爭，並且將「對外興兵不可論」作為祖訓條文化。

  「不征之國」十五國的規定，就像中村氏所說，基於洪武帝這樣的意圖而被製作出來的吧。

  那麼，問題是這些規定的遵守者。這個規定的情況，是和其他條祖訓一樣，展示予諸王全體的嗎？如果以此觀之，則會有些許違和感。是的，《皇明祖訓》就如同前面所引《太祖實錄》洪武六年五月壬寅條所說，頒示予諸王的同時，也揭示在了謹身殿的東廡和乾清宮的東壁，讓諸王在日常中嚴守規律，作為永世不可改易的祖法和律令平齊般地重視。於是，諸王們，具體來說是第二子的秦王到第二十五子的伊王為止等等諸王家和已就藩於桂林的從孫靖江王。然而，決定是否要興兵的最高決議者，並不是那些諸王，而是皇帝自己本身。如此說來，洪武帝將對外興兵不可論作為祖訓而要謹遵恪守的要求對象，首先是被決定為皇太孫的允炆，再來是應該會繼承皇位的懿文太子直系的東宮家。洪武帝實際上憑藉著《皇明祖訓》，不只是要求諸王日常生活嚴格遵守， (頁44)也強力要求後世皇帝去遵守。而且，洪武帝所率先要求的東西，可以在東宮家後孫們誕生之際的取名可以看出來。關於懿文太子直系子孫應該要取的名字，洪武帝分為二十世代，準備了二十字「允文遵祖訓  欽武大君勝  順道宜逢吉  師良善用晟」來使用。在這之中，作為太孫允炆之孫的世代三代代代應該使用的名字，被給予了「遵祖訓」三個字。順帶一提，永樂帝子孫所取的名字是「高瞻祈見祐  厚載翊常由  慈和怡伯仲  簡靖迪先猷」二十字。因為明朝的最後一個皇帝毅宗崇禎帝的名字是由檢，因此明朝的治世，比洪武帝所預定的時間還要少了一半。這些姑且不論，《皇明祖訓》諸條，不得不說是混和了作為皇帝所要遵守、以及諸王所要遵守的內容。

  話說回來，《皇明祖訓》祖訓首章的開頭三條，原本並不是《祖訓錄》箴戒的項目。在編纂《皇明祖訓》的時候，將這三條條文新置入開頭，再來將被《祖訓錄》箴戒放在最末項的「不征諸夷」規定，大幅調往前面，並置於新三條文之後的第四條。為何會有這樣的改變呢？難道不是因為洪武帝期望自己死後王朝的安泰，因而作為對於皇位繼承者要求的訓令而置於開頭的嗎？如果這麼想的話，開頭被大幅變動的理由就不能被簡單的略過。
二 洪武帝所假想的東亞海域

  說著「對外興兵不可」的洪武帝將中國周邊的諸地域，區分為因為擔憂累世戰爭而不能懈怠積極防禦的地區，  (頁45)以及抑制本國對外發動戰爭的地區。在《皇明祖訓》中關於行使武力，雖然將「消極」以及「積極」這兩個正反相對的理念組合起來，規定了「不征諸夷」的概念，但是後人又是如何去看待它的呢？

  嘉靖八年(一五二九年)六月初一日，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的桂萼，對嘉靖地呈上了「大明一統輿圖奏稿」。根據《世宗實錄》，這件事因為被記錄在同年六月戊辰(五日)條裡面，所以呈予嘉靖帝手邊說不定是在六月五日所發生的事情，這些先姑且不論，桂萼從嘉靖帝收到了勳章。然後嘉靖帝將手裡的圖本留著，命內閣製作副本並保存起來。這本圖本是記述了許許多多圖的一組，但根據「四夷圖記」，和《皇明祖訓》「不征諸夷」裡可以看得到十五國的記述比較的話，一開始是像這樣：

  朝鮮  洪武初稱藩。後為其下所廢、國人請立宰臣李氏為王。從之。仍改賜國號為朝鮮。至今稱藩甚謹、朝命數及之。

  日本  洪武初稱藩。至今受朝命、貢獻不廢。然夷性譎詐。故沿海一帶、具設兵衛已備之。

  琉球  洪武初稱藩。其國舊有三王、後為中山王所併。至今受朝命、貢獻不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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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有以下諸國的記述，但若從和「不征十五國」的關係來看，可以像這樣被剖析：

  稱藩  朝鮮、日本、琉球、安南、占城

  奉貢  真蠟、暹羅、三佛齊、渤泥、爪洼、蘇門答臘(只不過只有在永樂初期)

  不明  湓亨、白花

  雖然日本有沒有稱藩還是個問題點，但是明朝以其概念看待之。對於那些「稱藩」的國家，明朝會將天子的恩惠與德威廣布出去，也就是有著所謂的「南洽北暢」的觀念。洪武帝不殺元末群雄的家累或蒙古王子等等，而將其安置在琉球、高麗等等地方，因為這些國家被明朝認為是天子恩澤所被之地，基於這樣的想法而依託這些國家所做的處置。《高麗史》卷四十三、世家第四十三、恭愍王六、壬子二十一年(洪武五年)五月癸亥條記載了明朝右丞相汪廣洋致高麗國王的文書中，關於元末群雄其中一人的陳友諒(僭稱大漢)和明玉珍(僭稱大夏)的遺子處理：

  今令個將家屬往王國閑居。如可則留之。其不可能、則仍發回還。尚冀裁度。

如上所述，並非明朝一方面的強迫。

  因為有這樣的觀念作為基底，明朝也認為以中國、朝鮮、琉球、日本所包圍的東亞海域，是基於華夷思想支配的海域。  (頁47)荷見守義依據其對明代中朝關係史的探討，而將東亞海域取名為「宗藩之海」，誠可謂一語中的的稱呼。

  以中國、琉球、朝鮮、日本所包圍起來的東亞海域，如果就像這樣對中國來說假定為基於華夷思想所形成的支配領域的話，當然擁有海上權的就是明朝，琉球、朝鮮、日本雖然可以為了朝貢而航行於海上，但若非為了朝貢，則對明朝的海上權是不能容許的違逆。能利用海上權的，不論出入都只能因為公事，私事的利用是在容許範圍之外。為此，明朝海防軍對倭寇的打擊，就算是追擊到琉球或是朝鮮義州等地，也是理所當然的軍事行動。所謂的海禁政策，是因為這樣的中華觀念沒有被徹底深入化的結果，而不得已的被制度化。

三 鄭和「下西洋」和東亞海域

  鄭和被永樂帝受命於出使西洋，是在剛剛所提及的永樂三年(一四零五年)。被委任為指揮的鄭和(舊姓馬氏)，是洪武四年(一三七一年)作為雲南昆陽回教徒哈只的次男而出生。他是在明朝雲南平定戰中作為俘虜而被帶來京師南京。鄭和，也就是馬和，雖然在南京，被賜予在雲南平定戰中為總指揮的穎國公傅友德，作為宦官而侍奉主傅友德，但傅友德看到了他的聰明、伶俐、俊秀、以及行動的俐落，因而呈現給了燕王。鄭和當時十四歲。因為經歷過這樣的脈絡，在北平王府的燕王處擔任內官的鄭和，在靖難之役結束，燕王即位變成永樂帝之後，因從軍之功而被任用圍內官監太監，並被賜名鄭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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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鄭和，在被永樂帝任命「下西洋」前年的永樂二年(一四零四年)，廣泛出現在有關東亞海域記事的諸史料。比如說，以《明實錄》為中心，使用了明代的文集、族譜、碑傳等三百多種資料而編纂成的傅維鱗撰的《明書》卷七十二、戎馬志中：

  永樂二年，寇浙直。乃命太監鄭和、論其國王源道義。源道義乃摯其渠魁以獻。復令十年一貢、正副使毋過兩百人，若貢非期入、及人船踰數、或挟兵刃、以盜論。

  永樂二年(一四零四年)，鄭和因倭寇浙江、南直隸而出使，最後，源道義捕捉倭寇渠魁並獻上，議定了勘合朝貢貿易的原則。雖然記載有些微異同，但是因為四處皆可見到鄭和在永樂二年(一四零四年)出使日本的紀錄，所以潘群探討了這些史料而主張「鄭和來日說」。相對於此，中田吉信綿密的探討了潘群的理論，否定了「鄭和來日說」。以現狀來看，關於「鄭和來日說」，就像這樣並行了肯定與否定的兩說法。以筆者的意見來看，日本國王源道義，也就是足利義滿的事情和鄭和出使的事情連結起來的話，確實是有疑問，但是如果將之視為個別史實附會的話，說不定就有一一討論的價值了。

足立義滿的故事雖然因為無關主旨而省略，但是若是關於鄭和出使的記錄的話，提及此事的史料中，有應該要注意的文句。  (頁49)那就是鄭若曾撰的《籌海圖編》卷六、直隸倭變紀，蘇松常鎮中：

永樂二年四月、對馬、(壱)岐倭寇蘇、松海濱。賊掠浙江穿山而來、轉掠沿海。上、命鄭和暨王景弘、侯獻等率師兩萬八千有奇、海船兩百八艘、齎敕諭其國王源道義。源道義出師、獲達賊渠魁以獻。

此文章中，有王景弘、侯獻(顯)這兩人的名字和軍隊兩萬八千多等數字。王景弘、侯顯都是和鄭和一起「下西洋」的名人，兩萬八千多這樣的數字，和第一回「下西洋」的兵數兩萬七千八百人極為相近。因為這個事件，在永樂二年(一四零四年)鄭和的出使，推測應該是兼具進行「下西洋」艦隊的行動演習訓練的性質。

  話說回來，鄭和為了要將永樂帝的敕書傳遞給足立義滿，有必要動員「師兩萬八千有奇、海船兩百八艘」這樣大量的海船和兵員嗎？在前面引述的《籌海圖編》卷六、直隸倭變紀、蘇松常鎮中，接續前面的記述，雖然「十四年、倭寇崇明，朝廷、鎮江、鎮海二衛百戶十員，率軍士千餘禦之。」，但是和永樂十四年(一四一六年)的倭寇防衛軍比較起來，因為鄭和出動的兵員有其四倍之多，這樣的艦隊編制很難想像沒有任何特別的意圖。鄭和在出發西洋之前，有考慮過在東亞海域進行艦隊動員訓練的其他理由，跟艦隊兵員的出身有關。「下西洋」軍隊的規模，就算在第二回以後，比如說，關於永樂七年(一四零九年)九月出發，第三回的「下西洋」，在鄭曉《今言》卷三三七中有如下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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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樂七年、遣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率官兵三萬、下西洋。

再來，關於宣德五年(一四三零年)六月受命，在同年閏十二月出發的第七回，也就是最終回的「下西洋」，在祝允明的《前聞記》下西洋中：

人數

官校、旗軍、火長、舵工、班碇手、通事、弁事、書算手、醫士、鐵錨、木艌、搭材等匠、民梢人等共二萬七千五百餘名。

里程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六日、龍灣開船、十日、到徐山打圍。二十日、出附子門、二十一日、到劉家港。六年二月十六日、到長樂港。

就算只加總第一回的兩萬七千八百餘人、第三回的三萬人、第七回的兩萬七千五百五十人，也超過八萬五千，如果再加上第二回、第四回、第五回、第六回的下西洋隨行者人數，就有非常龐大數量的士兵被派遣往南海方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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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是重複使用的人數，一樣的人而被多次派遣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就算扣除這些數字，投入鄭和「下西洋」的衛所官軍的數量不可否定依然是非常大的。但是，明明對鄭和研究就有巨大的研究積蓄資料，而關於像這些隨行者的事蹟卻幾乎不明。解明全部內容一部份的，要大大歸功於二零零一年所應印製發行的《中國明朝檔案總匯》全一零一冊這樣的史料集。當然，在此之前使用了在北京故宮西華門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衛選簿而研究的徐恭生的業績和松浦章的〈鄭和「下西洋」的隨行者的事蹟〉等的貢獻也不能說不多，但是徐凱的〈鄭和下西洋衛所人士補證〉根據《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四十九到第七十四冊所收錄的衛所簿，將現存衛所簿地毯式的探查，抽出了多增加的一百一十七人「下西洋」的隨行者，是目前為止最詳盡的研究。那麼依然不厭其煩地，將其明細以衛所別來展示，如下所示：

京師　　親軍衛　　錦衣衛五人

中府　　京衛　　　神策衛一人

　　　　外衛　　　高郵衛三人　蘇州衛一人　金山衛二人　青村守禦中衛前所一人

前府　　外衛　　　黃州衛二人　福州右衛十三人　建寧左衛二人　建寧右衛一人　汀州衛一人

後府　　京衛　　　留守後衛二人　寬河衛一人

　　　　外衛　　　平陽衛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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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　　親軍衛　　羽林左衛七人　羽林右衛二人　羽林前衛一人　府軍右衛四人　錦衣衛三十九人

　　　　京衛　　　水軍左衛二人　神策衛一人　龍江左衛一人　龍驤衛三人　豹韜衛十四人　鷹揚衛三人　江陰衛四人

徐凱關於以上一百一十七人，分析了他們所屬的衛所、出身地、官職等等，得到了以下的結論：

「下西洋」的軍官和兵士，主要以南京及其周邊地區出身，也有從出海地的福建福州和鄰近的衛所調撥出來的。

隨行出使下西洋的人們在衛所的武職，多數都是以下層的官員為主。

衛所「下西洋」的人員籍貫，主要以兩京地區和江南的五個行省，也就是江西、湖廣、浙江、福建、廣東等地。

徐凱的結論可以說是極其正確而適當的。但是徐恭生、松浦章、徐凱等三人的研究，概略來說，從衛選簿之中，以「下西洋」、「西洋公幹」、「征西洋」、「西洋有功」等詞彙作為關鍵字，將重點置於檢索出鄭和「下西洋」的隨行者，對於那些史料的多角分析、以及視角的設定，雖然是作為今後的課題而被遺留下來考量，但是「下西洋」隨行者和燕王的奉天靖難軍之間的關係，也是多樣的設定而可能的視角之一。舉例來說，作為北京錦衣衛的小旗「下西洋」的李讓的情況，在其史料出處的南京《羽林左衛選簿》李章之條：

  李輔，年五十二歲。係南京羽林左衛水軍所百戶。原籍直隸保定府新城縣人。高祖李讓、洪武三十四年、充儀衛司校尉。三十五年、克東阿‧靈璧縣、渡江，克金川門有功，陞錦衣衛衣左所小旗。永樂九年正月，攻城殺賊、退番賊有功、陞本衛所試百戶。十二年九月、蘇門荅剌白沙岸殺賊有功、十三年十二月、陞本衛所實授百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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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讓在永樂九年(一四一一年)七月歸國的第三回遠征以後的「下西洋」的動向被記錄下來。根據此事，李讓因為第三次遠征而從錦衣衛的小旗晉陞到南京羽林左衛的試百戶，永樂十一年(一四一三年)十月到十三年(一四一五年)七月的下西洋中，在擴張到了印度以西、波斯灣等地的第四次遠征中，禮讓因為在蘇門答臘殺賊有功，因此在歸朝後的永樂十三年(一四一五年)十二月，晉陞了南京羽林左衛的百戶。
  就這樣觀看在「下西洋」活躍之前的事蹟的話，與靖難之役的關係，以及作為奉天靖難軍的一員的事情就有了明白紀錄。李讓因為是北直隸保定府新城縣的人，因此在洪武三十四年(一四零一年)充任儀衛司校尉。儀衛司是隸屬於王府的官衙。李讓在靖難之役開始的三年之後的洪武三十四年(一四零一年)，充任了所謂的儀衛司校尉，參加了翌年的東阿以及靈璧的會戰、揚子江的渡江行進、最終局面的金川門之戰，因為擁有這些功績，在永樂政權成立之後，晉陞了在北京新設立的錦衣衛的試百戶。東阿(山東兗平府東平州)的會戰是同年的正月，靈璧(南直隸鳳陽府宿州)的會戰是在四月發生，不論何者都是燕王率領的奉天靖難軍擊破建文軍的會戰。李讓在這些會戰中活躍，從王府的儀衛司校尉轉籍了錦衣衛的小旗。相對於李讓的記述，像這樣去解釋的話，其最初所屬的王府王府是燕王府這件事，到如今也不必再多說明了吧。成為錦衣衛衛所官地的李讓，在鄭和「下西洋」開始之後，參與了第三回和第四回的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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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南直隸太倉的劉家港等港灣為出發點的「下西洋」艦船，讓在比那些地方更遙遠的遠方設置的北京錦衣衛小旗的李讓乘船一事，在「下西洋」中佔多數的南京還有其周邊衛所的衛所官軍中，筆者認為也有多數是原奉天靖難軍出身的。南京及其周邊衛所和奉天靖難軍之間的關係，是在靖難之役結束之後，因為永樂帝所進行的大規模衛所官配置轉換而生。就像這樣，勘察了燕王麾下衛所官的配置轉換和南直隸諸衛的關係之後，在所謂的配轉組中，跟隨鄭和「下西洋」之行的人被認為不在少數。徐凱地毯式檢索出「下西洋」的一百一十七名和奉天靖難軍關係的有無雖然有逐一探索的必要，但是因為需要大量的篇幅，因此在這裡，關於衛所別的件數，以在現狀佔最多數的南京錦衣衛為目標去考察的話，會得到以下的細要：
  北直隸  新城縣  徐興、姚全、咎成、張通、劉海、沈友
          固安縣  袁亨
          宛平縣  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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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州    張政
          房山縣  劉福才
          東安縣  易文整
          永清縣  張林

  南直隸  江都縣  張原
          武進縣  李滿
  浙江    松陽縣  陳蘭芳
          青田縣  潘定遠
  江西    鄱陽縣  余復亨
  廣東    東莞縣  陳道禎
我們可以知道北直隸出身的人佔了壓倒性多數。再加上，北直隸以外的出身者，也是以北平為王府的燕王麾下衛所官軍，筆者不認為他們一開始就就熟習海上的行動。就連鄭和本身，從他的經歷來看，這應該也是他最初的航海經驗吧。
  鄭和的「下西洋」軍，就是像這樣以對航海不熟的指揮官和大量的衛所官軍編製而成的，而且考量到在一回的「下西洋」中以將近三萬的兵力和六十餘艘的船舶來進行活動的話，隨行者為了要熟習航海，為了要讓船舶作為艦隊統一行動，這樣的預備練習至少進行數回也是必要的吧。(頁56)不如說，作為「下西洋」航海訓練的目的，在東亞海域不反覆進行大規模的艦隊運動的話，「下西洋」的大艦隊越過遠大距離的波濤，在這航海期間中，要有秩序地海上行動是非常困難的吧。鄭和、王景弘、侯顯等人率領大艦隊在東亞海域展開大規模的海上演習並不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以《明書》為首的後世史料將他們的海上演習和別的倭寇行動、足利義滿的故事附會在一起也是可以想見的。
四、代結─「下西洋」是興兵抑或是奉使？
  因為給予的篇幅不夠了，因此就先在這裡做結吧。
  那麼，永樂帝所命令的鄭和「下西洋」，是否是如歸有光所批判的那樣違反了《皇明祖訓》「不征諸夷」的條文呢？客觀來看，歸有光當然會做出那樣的見解吧。然而，永樂帝自身關於「下西洋」，是否是祖訓的反逆，筆者不認為沒有違反的意識或是衝突存在。
  皇帝最初所頒布的詔令，如同大家所周知的是「即位詔」。即位以前所發布的文書稱呼為「令旨」。永樂帝的「即位詔」在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一四零二年)七月一日發布的，伴隨對內外宣言即皇帝位的同時，宣示明年正月元旦開始改元為「永樂」，這雖然已經在本文開頭已經提及，而戶部尚書夏元吉勘查了洪武以後已經慣用了一帝一紀元制，進言將寶鈔上面的年號從洪武改為永樂。與此相對，永樂帝以「朕所遵行皆太祖之成憲，繼續使用洪武之號亦可。」回答，不答應改變寶鈔的年號。即位之初，就宣誓遵守太祖之成憲，而這樣的意識到永樂二十二年(一四二四年)駕崩為止，(頁57)維持一貫不變而不動搖。若閱覽《太宗實錄》的話，可以看出永樂帝屢屢都在引述祖訓。永樂帝舉出祖訓，也就是說表明自己本身謹恪遵守祖訓。
  永樂帝給予鄭和大軍並派遣下西洋，一點都沒有抱持著違反《皇明祖訓》的「不征之國」條文的意識和觀念。之所以不具有違反意識，是因為對永樂帝而言，鄭和「下西洋」不是興兵，而被定位為奉使。
  將以大軍編制而成的奉使團送出國外，在洪武帝時代，就已經屢屢地進行。比如說，傅安在其生涯中，前後有六回出使西域。第一次是在洪武二十八年(一三九五年)出使薩馬爾罕。此時，共率領了太監劉惟和衛所軍等一千五百人。另外，永樂帝自己也在永樂十一年(一四一三年)九月派遣中官李達等出使以西域赫拉特為首的十七個國家。這時的奉使團，也可以在衛選簿裡四處看見跟隨行者相關的記述，這個奉使團是依據衛所的官軍而被編成的。這些雖然不過只是陸上地區的一、二條奉使事例，在明代，陸上地區的奉使進行了非常多次，並不是甚麼特別的事情。與此相比，海域的奉使是將多數的船舶聯合起來變成大艦隊，而且因為搭載了大量從衛所官軍抽選出來人員，雖然給予了宛若以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為目的的印象，但是實際上和奉使陸上區域是一樣的事情。當然，如果在奉使之前對對方國家行使武力的話，不得已而使用武力的情況也是有可能的。然而這究竟只是以結果論來說，如果只是持有大軍，而將鄭和「下西洋」直接認定為軍事行動、也就是興兵的話，是有欠妥當的。
